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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的测评工具,对护士预先指示的认知水平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,并提出提升护士预先指示认知

水平的对策,旨在提高护士的预先指示认知水平,为我国开展预先指示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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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预先指示(Advance
 

Directives,AD)又称预立医

疗照护计划,是指有决策能力的患者,在丧失决策能

力前,对希望得到的医疗护理形式事先做出的安排和

申明,通常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应的书面文件或口头陈

述[1]。预先指示以患者知情权与自主权为基础,包括

生前预嘱(Living
 

Will)和预立医疗代理人(Durable
 

Power
 

of
 

Attorney)两部分,其目的是尊重患者的自

主权,使患者从“听众”转变为“发言人”,捍卫患者生

命的权益和尊严[2]。近年来,随着人文医学、姑息医

学和临终关怀的发展,如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自

主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[3]。预先指示的提出赋

予了临终患者自主权,尊重临终患者的临终决策可提

高临终患者终末期生存质量,缓解家属的心理负担,
可促进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,顺应了当代医疗人文关

怀的理念,是未来安宁疗护的发展趋势[4]。护士参与

对患者预先指示的教育和宣传,在预先指示中发挥重

要的作用。张汛滔[5]对医护人员调查发现,15.3%听

说过预先指示,仅9.0%曾接受相关培训。目前,国
外对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的研究较多,国内近几年也有

相关报道。本文对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的评价工具、现
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,并提出提升对策,旨在为提

高护士的预先指示认知水平提供参考。
1 护士预先指示认知评价工具

1.1 预先指示知识量表(Knowledge
 

Survey
 

on
 

预先指

示vance
 

Directives,
 

KS预先指示) 由Buss等[6]编制,
原量表用于测量护生的预先指示知识。该量表共10
个条目,选项包括“是”、“否”、“不知道”,回答正确计1
分,回答错误或不知道计0分,总分0~10分,量表

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0.876[6]。Siu等[7]结合文化背景

对原量表进行修订。修订后的量表在国内已被用于医

护人员预先指示认知水平调查[5],具有较好的信度,可
作为医护人员预先指示相关知识的评价工具。
1.2 预先指示知识、态度、经验调查问卷(Knowl-
edge

 

Attitudinal
 

Experimental
 

Survey
 

on
 

预先指示

vance
 

Directives,
 

KAES预 先 指 示) 由Jezewsk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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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[8]研制,用于测量临终决策中护士对预先指示的知

识、态度、信心和经验等,共115个条目,包含预先指

示知识量表、对预先指示的态度、护士预先指示临床

经验、帮助患者完成预先指示信心以及对临终护理的

经验5个分量表。其中预先指示知识分量表包括预

先指示常识、患者自决法知识、法律知识3个维度,共
30个条目,选项为“是”、“否”、“不知道”,回答“是”计
1分,“否”或不知道计0分,总分0~30,得分越高表

明预先指示知识越丰富。KAES预先指示各分量表

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0.58~0.90,重测信度0.71~
1.00[9]。目前该量表运用于国外多科室护士预先指

示知识调查[9-11],还没有进行汉化。
1.3 护士预先指示知识相关问卷 Hong等[12]自行

编制预先指示知识问卷用于测量韩国护士预先指示

的认知现状,问卷包括预先指示了解程度,预先指示

相关知识,临终护理的理解以及对生命支持治疗的认

知4个维度,共33个条目,以“是”与“否”作答,回答

“是”计1分,“否”计0分,总分0~33分,得分越高说

明预先指示认知水平越高。Silva等[13]采用文献回顾

结合专家意见编制问卷,用于调查葡萄牙普通科室护

士对预先指示的认知水平,问卷包括护士预先指示知

识、决策制定、评论预先指示
 

3个维度,共27个条目,
采用

 

Likert
 

5级评分法,从“强烈不同意”到“强烈同

意”依次计1~5分,总分27~135分,得分越高说明

护士预先指示认知水平越高,问卷
 

Cronbach's
 

α为

0.765[13]。马红梅等[14]自行编制ICU护士预先指示

知识问卷,共9
 

个条目,采用
 

Likert
 

4
 

级评分法,由
“完全不了解”到“完全了解”依次计1~4

 

分,总分
 

9~36
 

分,得分越高表明护士预先指示知识水平越

高。该问卷的
 

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0.95,内容效度

为
 

0.80[14],表明该问卷适合用于评价
 

ICU护士预先

指示的知识水平。
综上,目前国内外关于护士预先指示的认知测评

工具不一,亟需研制可供广泛应用的相关权威工具。
2 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现状

Walerius等[15]采用 KAES预先指示对普通外

科、康复科、肿瘤科、重症监护科和康复科5个科室

110名护士调查发现,护士预先指示知晓率为48%,
低于ICU护士59.3%[9]、肿瘤科护士58%[10]和急诊

科护士59%[11]。Hong等[12]采用自行编制的预先指

示知识问卷对韩国护士调查发现,护士预先指示知识

维度得分较低,仅55.9%的护士熟悉预先指示的相

关条款和概念。Silva等[13]调查葡萄牙139名普通护

士发现,95%的护士缺乏处理预先指示相关经验,完
全不知晓预先指示相关知识。Velasco-Sanz等[16]采

用自行编制的预先指示问卷对ICU
 

331名医生和护

士调查发现,90.3%的医护人员不知晓预先指示相关

概念。Coffey等[17]分别对中国香港、爱尔兰、以色

列、意大利和美国5个国家和地区的护士预先指示认

知调查发现,美国护士掌握了更多的预先指示知识和

处理患者预先指示的经验,其他4个国家和地区的护

士中只有不到24%了解患者预先指示相关方面的知

识。可能因为美国开展预先指示时间较早,并且以立

法的方式要求医护人员为晚期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有

关[18]。马红梅等[14]运用自行编制的预先指示知识问

卷对245名ICU护士调查显示,ICU护士预先指示

相关知识得分(22.45±6.34)分(满分36分),其预先

指示知识水平较低。谈学灵等[19]用修订后的 KS预

先指示量表对305名医护人员调查发现,医护人员对

预先指示的知晓率仅为18.7%,这与张汛滔[5]的研

究结果一致。
综上,缺乏预先指示知识是国内外护士面临的普

遍问题。可能因为预先指示目前还是一个较新的概

念,护士预先指示知识相关研究较少,还可能因为相

关评价工具少,且很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立法。提

示护理管理者亟需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护士预先指示

相关教育和培训,提高护士对预先指示的认知,为预

先指示在中国的开展实施及推广奠定基础。
3 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的影响因素

3.1 年龄和学历 Hong等[12]和 Alano等[20]研究

显示,护士年龄越大且学历越高,预先指示认知程度

越高。张汛滔[5]发现,年龄≥36
 

岁的护士预先指示

知识水平较好,可能因为高龄护士积累了丰富的临床

工作经验,并参与了更多的终末期患者护理,对死亡

问题更加敏感,对预先指示有更全面的认识。教育水

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护理人员的基础知识,基本技能

及认知情况,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护士更能接受新的护

理概念,故护士对预先指示的认知程度受文化程度的

影响。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对生死、人生价值等问

题思考较多,加之我国医学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中均有

与临终、姑息相关的内容[18]。文化程度越高的医护

人员预先指示认知度越高。
3.2 临终护理经验和医院等级 多项研究表明,临
终护理 经 验 影 响 护 士 预 先 指 示 认 知 水 平[13,15,21]。
Scherer等[9]对ICU护士调查发现,护理临终患者经

验丰富的护士有更多的机会向患者解释预先指示相

关概念,并帮助其完成签署预先指示。随着安宁疗

护、姑息护理理念推广,临终护理经验丰富的护士经

常面临是否需要积极抢救的伦理困惑,有更多机会与

患者和患者家属讨论预先指示方面的问题,故更熟悉

预先指示。Hong等[12]对韩国护士调查显示,高级别

医院的护士预先指示认知度较高,这与马红梅等[14]

研究结果一致。可能因为高级别医疗机构的护士对

新的医疗信息、护理理念获得的机会更多。提示各级

别医院需加强沟通和学习,医院管理者可以定期派医

护人员到更高级别的医院进修学习,吸取新的医疗理

念,提升各级别医院医护人员的预先指示认知水平。
3.3 护士学习主动性及预先指示培训 护士临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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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量繁重,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导致身体和精神状态极

易处于疲劳状态,且缺乏激励机制导致其学习热情和

主动性较低[22],影响护士获取预先指示相关知识。
护士作为预先指示宣传和推广的主力军,在提供信

息、充分沟通、帮助患者作出生命决策及签署预先指

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缺乏预先指示知识被认为

是理解预先指示的主要障碍之一[23]。目前,我国大

部分医务人员没有接受过有关预先指示相关培训,甚
至连基本的概念也未听说,对预先指示认知度较低。
护士预先指示的认知度低是影响患者完成预先指示

的签署和确保实现患者临终愿望发挥作用的重要因

素之一[24]。护士需要接受更多的预先指示培训以便

进一步了解其伦理意义[25]。因此,建议医院组织学

习预先指示相关内容,邀请相关专家授课,采用多样

化的培训形式提高护士对预先指示的认知度,为临床

推广和应用预先指示做准备。
3.4 法律政策保障 1976

 

年美国加州的《自然死亡

法》允许放弃使用生命维持系统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

临终进程[26];新加坡1996年颁布了《预先医疗指示法

案》,针对疾病末期、无治愈希望的垂危患者就自然死

亡的预先指示协议制定规范[27];英国1998
 

年立法机关

的人权法案将生前预嘱的相关法律条款包括在内[28]。
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有保障患者预先指示权的相关

政策[29]。预先指示的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护士

预先指示知识水平的提升[30]。因为有了法律政策的支

持,国家会加大预先指示在全国范围内的宣传和推广,
相应的卫生系统会通过多种方式向医护人员普及预先

指示相关知识,也会加大相关培训力度。但目前我国

大陆并没有法律政策支持,大部分医护人员还未意识

到其现实意义,较少主动了解预先指示相关内容,因此

影响护士预先指示认知水平的提升。
4 提高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的对策

4.1 研发本土化预先指示认知测评工具 应用科学

的测评工具对护士的预先指示认知进行客观测评,对
提高护士预先指示认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目前国

内外缺乏权威的护士预先指示认知水平测评工具,已
有的问卷侧重点不一,所得的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。
国内外文化、伦理、医疗教育体制及法律层面存在差

异,国外的量表仅可为本土化测评工具的研制提供参

考和借鉴[31]。因此,国内应研制本土化的测评工具

对我国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现状进行科学测评,为进一

步提高护士预先指示认知水平提供参考。
4.2 普及预先指示教育 国内护士对预先指示的认

知不足,主要在于缺乏预先指示相关教育[25]。多项

研究表明对医护人员开展预前指示教育培训非常必

要[23,25],因此在学校教育和临床工作中亟待普及预先

指示教育。学校教育层面应让护生在校期间就开始

接触预先指示相关知识,任惠梅[32]倡导医护人员生

命教育及人文知识的培养应从医学生开始,这样才能

内化成其理念的一部分。提示医学教育系统应更新

观念及教学内容,将预先指示最新的研究结果及相关

理念及时纳入教育及培训系统,为临床推广及实施预

先指示奠定基础。在校期间,可通过PBL教学、角色

扮演、临床模拟等方法,提高护生预先指示的认知水

平[33];在临床工作中,建议使用交互式培训方法提高

医护人员预先指示认知,如通过提供文献、视频并结

合案例讨论、场景模拟等方式开展预前指示技能培

训[34];医院应大力开展对护士的继续教育,定期举办

多层次、多模式、多渠道的护士预先指示知识培训班,
进行更多有关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的公共教育,重视提

升护士预先指示知识水平。
4.3 开展死亡教育 受传统儒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,
中国人往往缺乏理性对待死亡的勇气和态度。Ceyhan
等[35]研究表明,护士对死亡较好的认知会正性影响其

照顾临终患者的态度。死亡观念的改变是预先指示推

行的前提[36]。因此,护理管理者应开发在职护士死亡

教育课程,定期开展死亡培训、死亡的哲学教育及生与

死的医学、心理、社会、宗教、伦理等方面知识的宣传,
引导护士科学理性地了解死亡,并接纳死亡,让护士在

观念上得到改变和思想上得到认可,是提高预先指示

知识水平最根本的动力。同时,护士自身也需要积极

进行自我教育,提高对预先指示的认识和理解,帮助有

需求的患者充分了解预先指示。
4.4 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,提高护士自主学习能力

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护理学科的发展,临床护士

需要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,不断学习各种最新的

医学理念和技能来保持良好的职业适应性[37]。护士

可以通过网站、查阅文献等方式主动学习预先指示相

关知识。同时,护理管理者也可以采用激励机制来激

发护士主动学习预先指示相关知识的热情[38],如可

以通过举办预先指示知识竞赛的方式来考核护士预

先指示的认知度,对得分较高的护士给予表彰和奖

励,以提升护士自主学习能力,激励护士主动学习预

先指示相关知识。
4.5 建立相关法律政策 预先指示在许多国家已得

到认可,在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有专门立法

支持。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尚无预先指示相关的法律

保障,大部分护士对预先指示相关概念也知之甚少。
缺乏法律政策的保障会影响预先指示的知识水平的

提升[29]。因此国家应该将预先指示纳入相关法律政

策,提供政策保障,同时加大预先指示在中国大陆的

宣传,这将有助于提高护士预先指示知识水平。
综上所述,护士预先指示认知水平较低,其主要

影响因素有护士年龄、学历、临终护理经验、工作医

院等级、护士学习主动性、预先指示相关教育、法律

政策保障,应普及预先指示教育、打破传统观念开展

死亡教育、建立相关法律保障,以提高护士预先指示

的认知水平。同时,亟需研制本土化测评工具对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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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护士预先指示认知现状进行科学测评,以利于提

高护士预先指示认知水平,为预先指示在中国的开

展及推广奠定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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